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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多动症与犯罪的关系及其司法启示* 

宋  平  杨  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 100088) 

摘  要  注意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是一种常见于儿童期的精神障碍, 

也可能持续到青少年及成年阶段, 其症状表现为难于集中注意力、难于控制其行为及活动过度等, 这些缺陷可

能会增加患者犯罪的几率。轻微脑功能障碍、自我调节学说、强化敏感性理论、相关人格特质等在一定程度

上可解释 ADHD 与犯罪的关系。ADHD 作用于犯罪存在三种不同的可能路径, 即独立作用、间接作用和无作

用。文中特别指出 ADHD 患者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表现的特点及其司法启示。未来研究应从基因、神经心理机

制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上进一步探讨 ADHD 与犯罪的关系, 并提示在犯罪预防、审讯、法庭审判以及罪犯

矫治中需要考量 ADHD 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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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ADHD 是儿童期最为常见的一种精神障碍 , 
在学龄期儿童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中占居首位

(Jencen, 2000)。据统计, 儿童被诊断为 ADHD的发
生率在 3%~7%, 也有数据则高达 10% (DSM-IV-TR, 
2000)。国外研究显示, ADHD 在青少年拘留所和
监狱中具有较高的检出率, 其检出率在 14％至 19
％之间(Retz & Rösler, 2009)。成年犯在儿童期曾
患有 ADHD的概率在 24%到 67%之间, 在成年期
仍有 ADHD 症状的概率在 23%到 45%之间
(Gudjonsson, Sigurdsson, Young, Newton, & Peersen, 
2009)。总体来看, 犯罪群体中 ADHD的检出率要
比普通人群中的检出率高。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 
ADHD 罪犯的症状是其暴力犯罪最重要的预测因
子, 并且 ADHD罪犯具有较高的再犯率(Young et 
al., 2011)。在我国, 有报道称 ADHD可能增加患
者青少年时期及成年后的犯罪几率, 并提倡社会
和家庭对此加以关注 (源自 http://health.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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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cn/GB/11952802.html)。 
ADHD 与诸多反社会行为相联系, 包括反应

性暴力(reactive violence)犯罪、财产犯罪、药物成
瘾、强奸等(Pittman, 2011; Retz & Rösler, 2010; 
Turner, Vanderminden, Finkelhor, Hamby, & Shattuck, 
2011; Urcelay & Dalley, 2011)。Pratt等对过往 20
个 ADHD 与犯罪的相关研究作元分析, 其中以犯
罪行为作为预测变量, 结果显示 ADHD 与犯罪存
在显著相关 (Pratt, Cullen, Blevins, Daigle, & 
Unnever, 2002)。Schilling等从基因、神经生化以
及进化的角度来解读 ADHD 和犯罪的关系, 倡导
犯罪学家也需要关注 ADHD的神经生理特点对犯
罪的影响(Schilling, Walsh, & Yun, 2010)。也有观
点认为 ADHD 不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影响因子, 而
是 ADHD 并发的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CD)
与犯罪存在更为直接的联系(Vitelli, 1996)。目前, 
国外有许多研究试图厘清ADHD及并发障碍与犯
罪的复杂关系, 但 ADHD 对犯罪产生影响的神经
心理机制尚不明确, 对两者关系的理论解释也比
较欠缺。在我国, 由于缺乏对 ADHD 患者的科学
认识, 导致在刑事司法活动中 ADHD 患者应该承
担的刑事责任问题未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因此, 
讨论 ADHD的心理生理特点, ADHD与犯罪相关
的理论解释及作用路径等问题, 有助于客观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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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ADHD 患者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责任能力, 并
为犯罪的预防与矫治提供有益启示。 

2  ADHD 的心理生理特点 

最新修订的美国精神卫生诊断手册把 ADHD
细分为注意不集中型(predominantly inattentive)、
过动冲动型(predominantly hyperactive-impulsive)
以及混合型 (combined hyperactive-impulsive and 
inattentive )三种亚型。其中注意不集中型表现出
无组织性 , 不听从指挥 , 容易分心和健忘; 过动
冲动型则表现出活动过度, 焦躁不安, 冲动和难
以听从指挥 ; 混合型则是前述两类症状的并发
(DSM-IV-TR, 2000)。ADHD患者常患有并发障碍, 
如对立违抗障碍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品行障碍、物质成瘾、自闭症和诵读困难
等, 以及并发的精神健康问题, 如焦虑和抑郁等
(Young et al., 2011)。研究表明, 与犯罪联系紧密
的 ADHD患者其身心特征包括执行功能缺陷、低
自我控制、低唤醒水平、人际交往障碍、学业障

碍、频繁的破坏性行为,以及冷漠、焦躁的精神病
态倾向特质等(DeLisi et al., 2011; Schilling et al., 
2011)。上述特征在不同患者身上表现程度各异, 
但都会对其亲社会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ADHD 的 病 发 具 有 高 遗 传 性 (Tripp & 
Wickens, 2009), 较少部分来自环境因素。分子遗
传学研究显示 ADHD 会受到至少 50 个基因不同
程度的影响(Comings et al., 2005)。与 ADHD和犯
罪以及其他反社会行为都相关的基因有：多巴胺

受体 D4(dopamine receptor d4, DRD4), 多巴胺转
运体(dopamine transporter, DAT1)和 5-羟色胺转运
体(serotonin transporter, 5-HTT) (Bobb, Castellanos, 
Addington, & Rapoport, 2006; Gizer, Ficks, & 
Waldman, 2009)。此外 , 儿茶酚邻位甲基转移酶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COMT)也可能与
ADHD和反社会行为都相关(Brennan et al., 2011; 
Nobile et al., 2010)。ADHD的病发受多种基因的
影响, 这可以解释其临床症状的多相性以及生命
早期患有并发障碍的原因, ADHD 与对立违抗障
碍和品行障碍的并发可能会加剧患者形成违法犯

罪的生活模式。由于 “自身不能控制 ”的特点 , 
ADHD 患者容易演变为终生持续性犯罪。故而有
学者把 ADHD列为男性持续性犯罪的遗传性神经
生理因素之一(Eme, 2009)。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 对于 ADHD 的脑
结构和功能的认识逐渐深化。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ADHD 患者的小脑和前额灰质体积减少(Valera, 
Faraone, Murray, & Seidman, 2007)。研究发现
ADHD 儿童的前额叶功能, 以及前额叶与纹状体
等皮下组织的功能连接均存在异常。ADHD 儿童
的前扣带回, 后扣带回, 侧前额叶之间的功能连
接下降, 而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中的双边后内侧前额叶皮质 (bilateral posterior 
medial frontal cortex)的功能连接则增强(Qiu et 
al., 2011), 这表明 ADHD儿童的大脑局部功能效
率增强, 而全局功能效率下降。ADHD患者的神
经心理缺陷对其认知发展、情绪管理和行为控制

等方面均存在不利作用 , 使其社会适应能力和
生存能力下降 , 容易通过越轨或犯罪的方式来
谋求生存。 

3  ADHD 与犯罪相关的理论解释 

解释 ADHD与犯罪关系的理论观点主要有：
轻微脑功能障碍、自我调节学说、强化敏感性理

论以及人格特质论。 
3.1  轻微脑功能障碍和自我调节学说 

20世纪 60年代, Clements和 Peters最早提出
ADHD 的 轻 微 脑 功 能 障 碍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MBD)理论。此理论认为患者大脑神
经元之间的神经递质存在连接上的缺陷, 患者的
症状与这些缺陷导致的轻度非器质性变化有关 , 
而非大脑结构的损伤(Gozal & Molfese, 2005)。40
多年后, Barkley 提出了 ADHD 的自我调节理论
(self-regulation theory), 认为前额叶在人类自我
控制与调节中起重要作用, ADHD 是由于大脑前
额叶的自我调节缺陷所致(Barkley, 2006a)。 

前额叶与其他皮层脑区以及深层结构(如边
缘系统)有广泛的联系(Schilling et al., 2010)。前额
叶具有组织管理功能, 在道德判断, 情绪调节以
及社会认知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Romine & 
Reynolds, 2005)。前额叶一般在青少年中期或成年
早期渐趋成熟(Sowell, Thompson, & Toga, 2004)。
而 ADHD 的症状(尤其是冲动性症状)也将会在此
阶段减轻, 尽管有较大比例的 ADHD 患者的某些
症状会持续到成年(Willoughby, 2003)。 

有研究显示ADHD患者的前额功能失调和其
犯罪存在显著相关(Lilienfeld & Waldma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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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kley 认为 ADHD 患者的前额叶存在抑制控制
障碍, 这直接影响其执行功能和适应功能的发展
(Barkley, 2006b)。ADHD 患者在执行功能上的缺
陷表现在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灵活性等各方面

问题上 (Kutscher, 2008)。执行功能下降会导致
ADHD患者的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 而低
自我控制是其发生犯罪的风险因子 (Unnever, 
Cullen, & Pratt, 2003)。有效控制的两个主要成分
包括注意管理和抑制控制 (Else-Quest, Hyde, 
Goldsmith, & van Hulle, 2006),（van Hulle, 2006本
条文献在文后文献中未体现） ADHD患者在此两
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缺陷。基因研究表明, COMT
可能是导致ADHD患者前额执行功能缺陷的候选
基因(Nijmeijer et al., 2010)。另外, COMT 也是
ADHD患者发生反社会行为的候选基因。 

前述可知, ADHD 患者的大脑执行功能缺陷
与其犯罪行为存在交互影响。一方面, 前额叶的
执行功能负责启动、整合和管理其他脑区, ADHD
患者执行功能受损会导致其情绪和行为管理上的

失调 , 从而增加发生犯罪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 
ADHD 患者实施犯罪后会使其处于不利的环境且
身心受损, 这将对其执行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在
罪犯矫治系统中 , 司法人员如果没有科学认识
ADHD 罪犯的病理特征, 对其未进行有效的药物
治疗, 这将加剧 ADHD 罪犯的执行功能障碍, 从
而加大再犯罪的风险。ADHD 罪犯若患有并发障
碍, 尤其是物质成瘾, 将使其大脑执行功能严重
受损。前后两方面的恶性循环, 使得 ADHD 罪犯
容易演变成终生持续犯罪人。新近研究表明 , 
ADHD 罪犯的脑功能缺陷与犯罪记录二者共同预
测其再犯的作用力最强 (Langevin & Curnoe, 
2011)。 
3.2  强化敏感性理论 

Gray 的 强 化 敏 感 性 理 论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假设了三个概念性的神经系统, 
这些系统分别对不同的奖惩信号敏感, 通过强化
效应调节着人类的动机和行为。此三个子系统分

别是行为趋近系统 (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BAS)、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和对抗/逃离系统(fight/flight system, FFS)。其
中BAS对于奖赏和条件性及其非条件性欲求刺激
敏感, BIS 对于条件性和非条件性的威胁信号敏
感, FFS 对无条件的厌恶性刺激敏感(Corr, 2004, 

2008)。BAS与多巴胺活动有关, BIS与 5-HTT活
动相联系, FFS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并与边
缘系统的活动相联系(Day & Carelli, 2007)。有研
究指出 ADHD 患者存在反应抑制缺陷, 表现出过
度的 BAS, 过低的 BIS, 奖赏反应失调, 以及对延
迟奖赏的不敏感等(Gomez & Corr, 2010)。   

Tripp 等假设 ADHD 的主要问题在于强化机
制(reinforcement mechanism)存在变异, 此变异可
能源于患者多巴胺系统的功能缺陷, 致使患者不
能对预期的奖赏进行加工 (Tripp & Wickens, 
2008)。研究发现, 相对于正常组, ADHD 组在加
工代表赢的信号时, 其纹状体激活不足, 这表明
ADHD 患者不能对奖赏进行预期反应 (Scheres, 
Milham, Knutson, & Castellanos, 2007)。上述假设
和研究作为解释 ADHD患者不能产生延迟满足行
为的理由。但是 , 在面临实际奖赏刺激物时 , 
ADHD 患者的多巴胺系统可能激活过度, 这两方
面缺陷会导致患者的奖赏反应失调。ADHD 患者
对未来的目标奖赏不敏感, 较少进行计划性强的
目标定向行为, 这使得他们很少实施预谋性暴力
(proactive violence)犯罪。而 ADHD患者容易对当
前刺激物产生过度反应, 会产生厌烦或愤怒情绪, 
从而在一定的情境下可能引发冲动性暴力

(impulsive violence)犯罪。另外, 多巴胺受体 D4
与患者的 ADHD症状、反社会行为都存在联系。
多巴胺系统的功能缺陷也是 ADHD患者发生犯罪
行为的风险因子。 

研究者认为 5-HTT 对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5-HTT 转运启动区的基因多态性可能与暴力存在
相关。 5-HTT 的启动子区域 (5-HTT promoter 
region, 5-HTTLPR)含有长和短的变异体。短的变
体(short variant, S)会减少转运蛋白质的转录, 导
致 5-HTT 的重摄取变慢, 从而有利于抑制或激活
下游神经元。长的变异体(long variant, L), 尤其是
纯合基因型(L/L)会快速的从突触上清除 5-HTT, 
导致个体抑制行为的能力减弱。研究发现 , 
5-HTTLPR 的 S 和 S/S 基因型的病人表现为反复
的外显身体攻击行为, 此基因变异性对 ADHD 患
者的暴力行为具有 5%的解释力, 而在患有其他
人 格 障 碍 的 群 体 中 不 存 在 此 关 系 (Retz, 
Retz-Junginger, Supprian, Thome, & Rösler, 2004)。
5-HTTLPR的 L/L基因型携带者患发 ADHD的风
险高, 但其发生暴力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很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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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LPR 的 SS/SL 基因型携带者在没有心理社
会逆境(psychosocial adversity)的影响下, 患者发
生 ADHD和暴力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低。但如果在
高的心理社会逆境下 , 此类基因型携带者患有
ADHD和发生暴力攻击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Reif 
et al., 2007; Retz et al., 2008)。可见, ADHD与暴力
攻击行为的关系是在特定基因型和心理环境的交

互作用下发生的。 
FFS 被认为是自主神经系统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的一部分。在面对惩罚信号
时, 正常个体的 FFS 系统会产生恐惧情绪, 从而
出现规避行为。而 ANS唤醒水平低的个体在威胁
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情况下不能有效产生恐惧情绪

或者预期, 从而可能会发生高风险行为。有研究
显示, ADHD及并发障碍 ODD和 CD的 ANS唤醒
水平低, 其主要表现为低的静息心率和皮肤电水
平(Crowell et al., 2006)。ADHD患者的行为特征
可能源于其低的 ANS 唤醒水平。尤其是 ADHD
与 CD或 ODD并发时, 低的唤醒水平导致其低的
恐惧反应, 从而增加犯罪发生的可能性。研究证
实低 ANS 唤醒和持续的违法犯罪行为存在显著
相关(Scarpa & Raine, 2003)。 

综上所述, ADHD 患者的强化机制变异导致
其动机过程存在缺陷, 使得 ADHD 患者容易只顾
当前刺激奖赏, 而不顾后来惩罚的恶果, 从而加
大发生犯罪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风险。 
3.3  人格特质论 

主要阐释 4 个与犯罪相关的人格特质, 即冲
动性和艾森克提出的 3 个人格特质：外向性、神
经质和精神质。 

冲动性是指对内部或外部刺激无计划的快速

的反应倾向, 而不考虑其对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的
负性结果(Moeller, Barratt, Dougherty, Schmitz, & 
Swann, 2001)。很多研究证实冲动性是与反社会行
为有关的关键人格特质。关于犯罪的冲动性理论

假定：犯罪天生就可带来利益, 除非有内在抑制
机制的约束。此理论假设大多数的犯罪是内在抑

制机制缺陷所导致的 (Vold, Bernard, & Snipes, 
2002)。 

Hollander等认为延迟满足能力低、分心和去
抑制三个认知成分调节着冲动性 (Hollander & 
Stein, 2006), ADHD患者的厌恶延迟、注意缺陷和
行为抑制异常会导致其冲动行为的发生(Mckay & 

Halperin, 2001) (Potter & Newhouse, 2008) 。而挫
折容忍度低以及弱的反应抑制能力均会提高

ADHD 患者实施犯罪的概率(Mckay & Halperin, 
2001)。ADHD患者的犯罪行为更多是为满足其即
时需要 , 或通过寻求刺激来缓解厌烦(Fitzgerald, 
Bellgrove, & Gill, 2007)。不难看出, 低的行为控
制能力、情绪易变性和低的挫折容忍力可能会使

得 ADHD 患者易向别人挑衅, 并且容易被激怒, 
若有酒精等药物的使用可能会削弱其行为控制能

力, 从而强化冲动行为的发生, 提高了犯罪发生
的风险。 

艾森克提出人格有 3 个高阶因子：外向性、
神经质和精神质, 认为这 3 个特质有相应的神经
生理基础。他假设犯罪行为是特定环境条件和神

经心理特征交互作用的结果, 神经生理、人格因
素和环境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不同的犯罪(Eysenck, 
1977)。艾森克假设外向性个体的自主神经系统有
较高水平的抑制特征和较低水平的兴奋性, 皮层
唤醒水平较低驱动他们强烈的向外寻求刺激, 喜
欢冒险或非法活动满足其需要(Eysenck, 1977)。研
究发现 ADHD 患者的大脑皮层处于低的唤醒水平, 
前额的 β 波较慢(Chabot & Serfontein, 1996)。
ADHD 患者从事较多的刺激性和危险性活动, 容
易患发物质成瘾, 这可能是为了满足其最佳唤醒
水平, 并给其犯罪行为提供了源动力。根据已有
ADHD 患者的犯罪模式来看, 物质成瘾在其犯罪
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一定的助长作用。 

神经质反映了个体对压力事件做出生理反应

的先天生物学倾向, 主要涉及强烈的情绪反应、
喜怒无常的情绪状态以及低的自我控制能力。艾

森克认为高度情绪化的个体更有可能犯罪, 并且
一旦形成反社会行为习惯就难以改变 (Eysenck, 
1977)。研究表明, 罪犯的 ADHD症状与神经质呈
高相关(Gudjonsson et al., 2009)。有研究者认为, 
在童年期具有持续攻击行为的 ADHD 患者, 其情
绪易变性和低自我控制能力使得其在成年期患有

反社会行为和暴力冲动控制障碍的可能性加大

(Mckay & Halperin, 2001)。基因研究发现 , 
5HTTLPR与神经质(Lesch et al., 1996), 尤其与敌
意等负性情绪存在相关 (Lesch & Merschdorf, 
2000)。前已述及, 5-HTT与 ADHD存在关联, 这
为 ADHD患者的情绪易变性提供了神经生理上的
证据。从神经质这一人格维度可知，ADHD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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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一旦犯罪就容易形成持续犯罪。 
精神质具有冷漠残忍的特征, 艾森克认为精

神质应该是暴力型罪犯的重要特质 (Bartol & 
Bartol, 2005)。已有研究表明, 患有 ADHD的罪犯
其症状与精神质存在显著相关, 两者关系可能表
现为弱的条件反射能力、低的行为控制能力以及

低的皮层唤醒度等(Gudjonsson et al., 2009)。但根
据前文分析, 单纯的 ADHD 患者很难演变为具
有冷酷无情特质的预谋性暴力犯 , 所以 ADHD
与精神质的关系, 精神质与犯罪的关系, 以及三
者之间的关系 , 都需要考量冷酷无情特质在其
中的作用 , 且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予以厘
清和解释。 

4  ADHD 作用于犯罪的三种可能路径 

前述可知, ADHD 患者的身心特征加大了患
者实施犯罪的风险, 但由于 ADHD 具有高概率的
并发障碍, 尤其如 ODD、CD (Pliszka, 2009)和物
质成瘾等, 而这些并发障碍同样会加大 ADHD 患
者发生犯罪或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几率。在探讨

ADHD 与并发障碍对患者形成犯罪行为的影响时, 
由于不同研究对 ADHD的并发障碍的控制程度不
同, 导致对 ADHD与犯罪关系的解读不同。 
4.1  ADHD 对犯罪起独立作用的研究 

很多研究者认为 ADHD对犯罪和其他反社会
行为的预测作用是独立的。Farrington 等发现
ADHD 和 CD 对预测儿童后来的犯罪行为有各自
独立的作用, 11%的 ADHD 儿童比正常儿童更有
可能犯罪(CD 作为控制变量)(Farrington, Loeber, 
& Van Kammen, 1990)。纵向研究显示, 18%的仅患
有 ADHD 的儿童后期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 
这表明早期患有 CD 并不是后期患有反社会人格
障碍的必需条件(Mannuzza, Klein, Bessler, Malloy, 
& LaPadula, 1993)。 

ADHD 的不同症状对犯罪的影响可能是不同
的。一般认为 ADHD患者的冲动性症状与反社会
行为以及犯罪的关系最为紧密。例如, Bambinski
等通过 17年的追踪研究发现, 男性 ADHD患者 9
岁时的多动-冲动症状(而非注意不集中症状)能够
预测后来的官方逮捕记录和自我报告的犯罪。

ADHD 的多动-冲动症状和早期品行问题对逮捕
记录都有独立的预测作用, 尤其是对自我报告 10
次及以上的犯罪记录 (Babinski, Hartsough, & 

Lambert, 1999)。但也有学者推测 ADHD患者的注
意缺陷与犯罪也有一定关系(Fabian, 2010)。 

ADHD 患者的犯罪具有自身的特点。研究表
明, 罪犯的 ADHD 症状会增加发生反应性攻击的
风险 , 并会降低发生预谋性攻击的可能(Retz & 
Rösler, 2010)。在患有并发障碍 CD的 ADHD儿童
中, ADHD 对反应性攻击而非工具性攻击起调节
作用(Waschbusch & Willoughby, 2008)。但有研究
者认为, ADHD 患者实施攻击和暴力犯罪要低于
非 ADHD犯罪者。ADHD患者从事的犯罪一般是
冲动鲁莽的, 其犯罪更易受到满足即时需要的驱
动, 包括受到经济驱动(如偷盗、信用卡欺诈等)
以及通过即时的刺激寻求来缓解烦躁(Fitzgerald 
et al., 2007)。 

ADHD 对患者犯罪的独立作用也表现在：

(1)ADHD患者发生犯罪的高概率：(2)犯罪群体中
ADHD的高检出率; (3)ADHD罪犯的高再犯率。 
4.2  ADHD 对犯罪起间接作用的研究 

起初, ADHD 与犯罪关系的研究中没有有效
控制 CD、ODD 等并发障碍的影响, 这容易扩大
ADHD 在犯罪中的作用。之后, 研究者注意到了
这一问题, 认为 ADHD 并不是导致犯罪的直接影
响因子, 而是通过并发障碍间接影响患者犯罪的
发生。目前, 关于 ADHD 与并发障碍 CD、ODD
对患者犯罪的作用研究可归为以下几类： 

一类研究认为 ADHD 加大患者患有 ODD 的
风险 , 从而导致其反社会行为的发生 (Farrington 
& Coid, 2003; Frick & Marsee, 2006)。ADHD与
ODD具有高的并发概率, 如学龄前ADHD儿童患
有 ODD为 62%, 在其青少年期其患有 ODD的概
率上升为 84%(Barkley, 2006b)。有学者认为
ADHD 最早出现(3～6 岁), 之后出现轻微的品行
障碍, 最后导致严重的品行障碍, 最终加大了患
者发生犯罪的概率(Eme, 2009)。另外, 在青少年
期, ADHD 也可能会增加患者并发物质成瘾, 从
而增大患者在成年期犯罪的可能性 (Mannuzza, 
Klein, & Moulton, 2008)。 

另一类研究认为 ADHD对患者犯罪的形成起
调节作用, 这表现为 ADHD 会加快 CD 儿童演化
成犯罪者的进程。研究显示同时患有 ADHD 和
CD的儿童比仅患有CD的儿童发生反社会行为的
时间要早并且更为持续稳固 (Loeber, Green, 
Keenan, & Lahey, 1995; Moffitt, 1990), 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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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症状对 CD 儿童早期的犯罪行为产生重要
作用(Moffitt, 2003)。研究者认为, ADHD对犯罪的
作用受到 ODD或者 CD的调节, ADHD不能单独
预测犯罪行为(Abramowitz, Kosson, & Seidenberg, 
2004)。 

还有一些研究把 ADHD与 CD的并发作为一
种精神病态的“雏型”。Lynam发现具有 ADHD症
状以及并发障碍 CD 的儿童会表现出严重的神经
心理缺陷, 其执行功能以及信息处理都存在异常, 
与成年期精神病态特质呈高相关(Lynam, 1996)。
相对于仅患有 ADHD 或 CD, 两者的并发会加剧
患者精神病态的形成 (Thapar, Harrington, & 
Mcguffin, 2001)。研究发现, 童年期 ADHD 与成
年期的精神病态存在显著相关 , 这可能源于
ADHD 和 CD 两者相加而非交互作用的影响

(Abramowitz et al., 2004)。也有研究者从基因层面
提出假设, 认为患有 CD 的 ADHD 儿童可能是一
种更严重的 ADHD 变体, 而不是其他症状(Dick, 
Viken, Kaprio, Pulkkinen, & Rose, 2005)。 
4.3  ADHD 对犯罪无作用的研究   

由于 ADHD与 ODD、CD具有高并发率, 有
研究提出真正导致患者犯罪的风险因子是 ADHD
的并发障碍 CD, 而不是 ADHD。研究发现, 儿童
的 CD 而非 ADHD 预测其成年期的反社会行为
(Satterfield et al., 2007)。但在已有研究中, 对 CD
的诊断标准只包括外显的破坏性行为(包括犯罪
行为), 而没有涉及到心理病理症状, 这容易得出
患者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时期的 CD 特征能够较好
地预测成年期的犯罪行为 , 而没有真正考察
ADHD 的病理特征在犯罪形成中的作用(Retz & 
M. Rösler, 2009)。需要注意的是, ADHD患者发生
犯罪并非是必然的, 但 ADHD 症状对患者的社会
适应能力和遵纪守法行为的不利影响是客观存在

的, 如果他们处于不利的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在并
发障碍的多重作用下, 其发生犯罪的可能性比正
常群体要高。可见, ADHD对犯罪无作用的观点是
值得商榷的。 

在总结 ADHD 与犯罪关系研究的基础上 , 
Retz等提出了从ADHD发展为犯罪和其他反社会
行为的可能路径, 见图 1。从图中可知, 约有 50%
的 ADHD 患者在 7 岁左右时会患有 CD, 此群体
在 18 岁左右会有约 20%患有低精神病态型的反
社会人格障碍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SP)。有少部分 ADHD患者在青春期患有 CD, 在
18岁左右可能会患有低精神病态型的 ASP。但相
对于早期患有 ADHD患者, 青春期患有 ADHD患
者演变成 ASP 的比例要低。之后, 约有 5%-10%
的患有ADHD和ASP患者会表现出更多的反应性
攻击行为。单纯患有 ADHD的患者会表现出多方
面的社会功能缺陷和违法行为。另外, ADHD患者
容易并发物质成瘾, 这会对其犯罪和反社会行为
起一定助长作用(Retz & Rösler, 2009)。 

5  ADHD 患者在刑事司法中的表现及

其启示 

前述可知, 相对于非精神障碍者, ADHD 患
者自身的身心缺陷会加大其犯罪的潜在可能性。

而且不可忽视的是, ADHD 患者在整个刑事司法
活动中, 即犯罪实施、审讯和定罪量刑阶段和罪
犯矫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均对其司法处遇

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犯罪实施阶段, ADHD 患者很难成为精于

策划的所谓“成功”犯罪人, 其犯罪手段简单。注意
不集中会导致患者忽视环境中的重要线索, 鲁莽
行事而身陷囹圄。ADHD 患者从事的犯罪大多是
单干的、无计划的, 这与其冲动、多动以及焦虑
不安的症状有关(Fitzgerald et al., 2007)。相对于普
通犯罪者, ADHD 罪犯的即时冲动性和低反侦察
能力使其容易被逮捕。 

在审讯和定罪量刑阶段, ADHD 患者存在注
意、冲动和情绪控制等障碍, 在接受审讯和审判
过程中, 如果上述特征没有得到正确认识, 就会
使患者处于不利地位。在接受审讯中, ADHD患者
的注意缺陷会导致其对警察的提问理解不足。延

迟满足水平低会使ADHD患者不顾其行为的后果, 
急于想摆脱受讯的环境, 从而有更多的隐瞒信息
或者撒谎的行为。ADHD 患者的注意缺陷还容易
导致其先入为主, 轻易赞同别人给予的建议, 不
能正确应对讯问压力(interrogative pressure)的患
者存在此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Fitzgerald et al., 
2007)。在审讯过程中, 服从(compliance)是心理缺
陷的表征。Gudjonsson等通过对 90名刚被审判入
狱(10日内)的 ADHD罪犯作调查, 发现 ADHD患
者具有更多的虚假供述(false confession)和服从现
象(Gudjonsson, Sigurdsson, Bragason, Newton, & 
Einarsson, 2008)。因此, 为保证司法公平, 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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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DHD对犯罪影响的路径(Retz & Rösler, 2009) 
 

患者在受讯时, 需要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 帮助
者可以是患者的父母或与患者有血缘关系的人

(Levy & Hay, 2003)。再有, 在接受审判时, 存在
注意力缺陷的 ADHD 患者容易分心, 因而很难理
解审判过程中的证据细节等。若被告是冲动型的

ADHD 患者 , 则容易急于表达自己的第一想法 , 
而不顾及正确与否。另外, 患者的情绪易变性还
可能导致其出现言语攻击的反应。鉴于上述

ADHD 患者在刑事司法中的表现, 其行为特征很
可能被法官误读并给予不当处遇, 因此, 心理学
家、目击证人以及相关人士对此给予科学客观的

解释是有必要的。 
在罪犯矫治阶段, ADHD罪犯的认知、情绪和

行为障碍均不利于其再社会化。研究表明, ADHD
罪犯相对于其他罪犯在人格的神经质维度上得分

更高 , 而在责任性和宜人性两维度的得分更低
(Gudjonsson et al., 2009)。仍然保留童年期 ADHD

症状的成年罪犯具有更多的攻击性以及其他行为

障碍(Young et al., 2009), 心理咨询师及司法人员
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咨询和矫治。如果服刑中的

ADHD罪犯具有自闭症、物质成瘾、焦虑、抑郁
等并发障碍 , 就需要相应的心理咨询和药物治
疗, 否则其矫治效果堪忧, 更会加大 ADHD罪犯
的再犯率。 

总之, ADHD 患者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表现出
的病理特点会对其司法处遇产生消极作用。司法

人员需要客观认识 ADHD 罪犯的行为表现, 并给
予他们公正的处遇。 

6  总结与展望  

6.1  已有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 , ADHD 与犯罪的关系较为复杂 , 

各类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基本观点是, ADHD患
者可能由于其非器质性的轻度脑障碍, 致使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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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叶功能受损, 唤醒水平低, 弱的条件反射能力, 
动机过程缺陷, 行为控制能力下降, 以及注意、记
忆、决策等认知执行功能失调, 表现出注意涣散、
情绪无常、活动过度、冲动行事等一组病理特征, 
这些特征都是增加其可能犯罪的风险因子。再有, 
ADHD 容易并发 CD、ODD 以及物质成瘾等其它
心理与行为障碍, 从而又会加大患者在生命后期
的犯罪几率。ADHD 与犯罪的关系有三种可能的
路径, 这三种路径都有相应的实证研究做支撑。
相对于那些没有精神障碍的罪犯, 患有 ADHD 的
罪犯在侦查、讯问、审判, 以及心理矫治过程中
因其神经心理缺陷致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 此问
题应该引起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视, 以期给予他们
客观公正的对待。 
6.2  未来研究方向及建议 

首先, 进一步探索 ADHD 可能导致犯罪的作
用机制, 寻找 ADHD 影响犯罪的最佳解释路径。
在前述的三种解释路径中, 比较得到认可是间接
作用模型, 但 ADHD 与 CD、ODD、以及精神病
态等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还需进一步厘清, 这些
变量之间是前因后果还是交互影响都有待建立具

有更高结构效度的模型予以说明。在 Retz提出的
ADHD 与犯罪及其他反社会行为关系的模型中, 
并没有区分ADHD不同症状与并发障碍对其后期
犯罪行为的影响。但有研究发现, 童年期的品行
障碍能够单独或与并发的ADHD中的多动症状共
同与后期的犯罪行为呈高相关, 但品行障碍与并
发的ADHD中的情绪障碍对犯罪的预测作用就要
弱一些 , 而且相对于童年期的其他障碍 , ADHD
与犯罪的关系并不更紧密, ADHD 与犯罪并非呈
直接关系(Mordre, Groholt, Kjelsberg, Sandstad, & 
Myhre, 2011)。但 Blair认为, 即使 ADHD本身不
会直接导致攻击行为, 也可能是引发反社会行为
的风险因子(Blair, Mitchell, & Blair, 2005)。因此, 
明确并科学解释 ADHD 与犯罪的复杂关系, 以及
细化 ADHD 不同症状对犯罪的具体影响很有必
要。另外 , Retz 模型中仅考虑低精神病态型的
ADHD 患者的犯罪与反社会行为模式, 但童年期
表现出精神病态倾向与 ADHD的患者对其后期犯
罪行为的影响也特别值得关注。 

其次, 从基因、分子、系统、行为、个体多
个层面 , 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来进一步探讨
ADHD 与犯罪有关的神经心理学证据, 这些证据

可能有助于ADHD罪犯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获得客
观公正的对待。例如, ADHD与 ODD、CD等并发
障碍的早期征兆可能表现在特定的基因型上。研

究表明 ADHD的候选基因与 ODD、CD相关基因
存在重合, 如 COMT基因 Val158Met多态性变异
与两者的症状都存在关联(DeYoung et al., 2010; 
Matthys & Lochman, 2010)。ADHD患者的病发具
有多基因性, 除了 COMT 基因之外, 还需要进一
步明确 ADHD患者出现并发障碍的其他基因表现, 
以及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患者犯罪的影响。

今后的研究策略应该通过纵向研究路径, 基因分
析以及脑成像研究, 并控制环境因素和其他并发
障碍的干扰, 从而更为客观地考察 ADHD 与犯罪
的关系。 

关于 ADHD 患者的脑成像研究很多, 但对于
ADHD 罪犯脑结构和功能特点的脑成像研究却很
少。在我国 , 还没有可移动的功能性核磁共振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仪
器, 因此使用 fMRI 测量正在服刑的 ADHD 罪犯
不具可行性 , 而功能弥散光学成像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仪器则具有可移动性, 在监管
系统中使用 NIRS 对罪犯进行测量切实可行。
NIRS 安静无噪声, 对被试的限制少, 可以用于新
生儿、婴幼儿和卧病在床的病人。NIRS具有更高
的采样率, 以及理想的空间定位和分辨能力(Cui, 
Bray, Bryant, Glover, & Reiss, 2011; Irani, Platek, 
Bunce, Ruocco, & Chute, 2007; Leff et al., 2011)。
已有研究表明, NIRS与适当的神经心理学测验联
合使用可为 ADHD 儿童的诊断提供生理学指标
(方悦, 2010)。因此, 运用 NIRS等设备, 进一步细
化并深入开展对 ADHD 罪犯的脑成像研究, 将为
ADHD 罪犯的诊断、治疗以及他们在刑事司法过
程中获得公正处遇提供科学的依据。 

最后, 在刑事司法体系中, 需要提高相关人
员对 ADHD 罪犯病理特征的科学认识, 并对他们
作出正确的司法处遇。目前, ADHD仅在美国被作
为谋杀罪的减刑因素(Fitzgerald et al., 2007), 但
大多数国家对于刑事司法过程中的 ADHD罪犯并
不重视。对其正确的认识是, ADHD患者不同于已
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重度精神病患者, 其
病理特征不能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 但
ADHD 会导致患者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降低, 这
可作为定罪量刑中的酌定情节, 在考虑其人身危



183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0卷 

 

 

险性和犯罪行为严重性的基础上, 给予适度减刑
或从轻处罚。在对 ADHD 罪犯的矫治过程中, 司
法人员也要针对其特殊的神经心理特征进行相应

的功能恢复性训练和亲社会能力的培养。可通过

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的结合 , 最大限度的减少
ADHD患者可能犯罪或再次犯罪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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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HD and Crime and Its Judicial Enlightenments 

SONG Ping; YANG Bo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ADHD is a common mental disorder with obvious symptoms of inattention, difficulty in 
controlling their behavior and hyperactivity et al. in childhood and may persist into adolescent and adult, 
and these defects ma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crime.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theory, self-regulation 
theory,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 and the related personality theory et al. can, to some extent,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HD and crime. There exist three different way of ADHD’s influencing on 
crime-independent effect, indirect effect and no effect. This paper specially states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ADHD patients during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and the related judicial enlightenment.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lore the affection of ADHD on crime in the genic,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 possible effect of ADH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of crime prevention, trial, court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 
Key words: ADHD; comorbid disorders; crime 


